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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
响应识别及测度

麻学锋，吕逸翔

（湖南工商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长沙 410205）

摘要：以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为研究目标，构建二者的响应

模型，识别和测度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结果表明：（1）通过对

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

是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

向促进作用。（2）由于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影响，幸福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受不同幸福外在

因素的影响，关联度从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向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

环境等经济因素转变。（3）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路径区别于满足人们物

质需求后，再满足非物质需求的传统幸福水平提升路径，而是先被动地改善“非物质”需求后继

而带动“物质”需求改善以提升幸福水平。研究成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城镇化

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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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追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1]。21世纪以来，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出现了居民幸福水平并未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的“伊

斯特林”悖论[2]现象。2008年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幸福发展观”逐渐取

代“唯GDP发展观”成为世界各国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标准。我国也将“以人为

本”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核心要求，众多地方政府则将构建“幸福”城市设为城镇

化建设的重要目标[3]。当前，由于经济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投资经济效益下

降和出口风险增大，“消费”成为推动我国新时代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4]。旅游业既

具有天然的集聚特性[5]，能够通过旅游产业集聚推动城镇化发展，又对扩大消费具有正向

积极作用[6]，成为当前推动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即将完成，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将得到大幅

提高，满足人民的非物质“幸福”将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路径[7]。2018年，

旅游业更被列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因此，探讨旅游城镇化与幸福的关系成为学界

的必要命题。已有研究表明，旅游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建设存在密切联系[8]，并且对于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9]。对相关文献梳理后还发现：第一，旅游产业集聚对城镇化

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10-12]、环境[13]方面，对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尚待拓展和深化。

第二，居民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主要以个体研究为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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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卡尼曼提出的日重现法。20世纪 70年代，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国民幸福指数

（GNH）的概念[14]后，对居民幸福水平的研究开始上升到国民幸福指数的宏观研究层面，

世界各国也开始将“幸福”纳入到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体系[15-17]。20 世纪 80 年

代，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居民幸福指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标测算[18-20]、影响因素[21,22]及差

异对比[23,24]等静态的、横向的方面，对于居民幸福水平的动态变化及纵向比较等方面则有

所欠缺。鉴于旅游业和城镇化都具有提高居民幸福感的作用[25,26]，本文选取旅游城镇化典

型的张家界作为案例地，尝试对其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与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问题进行

探究，以期一方面深化空间经济学集聚问题关于社会影响的研究，拓展幸福经济学的研

究视野，使其更加具体化；另一方面推动旅游学、地理学与幸福经济学的跨领域发展，

为我国脱贫攻坚战略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推动脱贫工作的可持续进行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旅游业、城镇化与幸福之间的内在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实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

了资源空间分配不均衡、区域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的不合理的空间格局[27]。发达地区凭借

政策和区位优势，社会经济优先得到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但也深受交通

拥堵、生活压力、医疗保障等问题困扰而导致幸福水平低下[28]。欠发达地区虽然资源丰

富，但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相对贫困，亟需将自身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

改善居民物质生活来提升幸福水平[29]。旅游业作为当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新兴

休闲产业，具有极强的关联效应，发展旅游业不仅可以提升旅游者幸福感，还可以推动

旅游目的地城镇化发展。欠发达地区通过开发旅游资源，为发达地区居民提供旅游产

品，在满足其放松身心、缓解生活压力的需求，提升其幸福感[30]的同时，还可以将资源

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吸引资金、劳动力向欠发达地区集聚，促使当地调整经济结

构、满足就业需求、建设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文化交流而推动城镇化的发

展 [31]。幸福作为人们对自身生存的客观条件及精神价值得到满足而形成的主观认知[32]，

意味着改善欠发达地区居民客观生存环境及满足精神需求均会作用于居民的幸福环境感

知而影响其幸福水平。因此，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改善，会

推动当地居民经济生活、社会福利、生存环境、文化氛围等幸福外在因素的改变，进而

影响着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3]，推动居民幸福水平随着旅游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此

外，欠发达地区在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其逐步转化为发达

地区，旅游产业也随之向周边扩散，在溢出效应的影响下，旅游业又将推动次级欠发达

地区实现旅游城镇化，并提升次级欠发达地区居民幸福水平，逐步达到缩小区域发展差

异、提升人民总体幸福水平的目的（图1）。

1.2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张家界市位于湘西地区，辖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境内旅游资源丰

富，除峰、洞、湖、温泉等自然旅游资源外，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

等多种文化旅游资源。张家界立市以来，以旅游为发展契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从贫

穷偏远的湘西小镇发展为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自1989年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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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8 年，城市 GDP 从 14.74 亿元增加到

578.92 亿元，城市人口从 18.45 万增加到

75.66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89

年的 751元上升为 24825元。地区社会经济

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质量空前提高。

近年来，张家界市政府不断改善民生、美

化环境、优化产业结构，2017 年入选“国

家森林城市”及中国特色魅力城市 200强，

城市幸福水平不断提升。

本文主要选取张家界 1990—2018 年

《张家界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张

家界市及所辖各区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湖南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中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部分年份缺失数

据根据已有数据采用逐年插值法补齐。

1.3 研究方法

1.3.1 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测算

前人通过研究发现旅游地依托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在空间上围绕中心景区，以交通

通道为纽带，形成景区、城区、社区、园区四位一体的空间集聚现象[34]。由此可知，旅

游产业天然的集聚特性，极易在旅游地形成产业集聚，并推动旅游地城镇化形成空间集

聚。基于此，本文选用区位熵模型，并引入“城镇化空间集聚”的地理概念，得出城镇

化空间集聚水平 Cl 。通过计算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对城镇化空间集聚水平的作用大小来衡

量一个地区旅游城镇化的集聚水平，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越高，则说明该地区旅游城镇

化总体水平越高。计算公式为：

Cl =
æ

è
çç

ö

ø
÷÷

Cij

Ci

Ckj

Ck

（1）

CQ =
æ

è
çç

ö

ø
÷÷

Eij

Ei

Ekj

Ek

/Cl （2）

式中： Cl 指城镇化集聚水平； Cij 指 i 地区城镇化区域 j 的面积（km2）； Ci 指 i 地区的行

政区域面积（km2）； Ckj 指区域 k 城镇化区域 j 的面积（km2）； Ck 指区域 k 行政区域面

积（km2）； CQ指旅游城镇化集聚度；Eij 指 i 地区产业 j 的产值（亿元）； Ei 指 i 地区的

总产值（亿元）； Ekj 指国家或区域 k 产业 j 的总产值（亿元）； Ek 指国家或区域 k 的总

产值（亿元）。 CQ≤1说明 i地区 j 的旅游城镇化集聚度低于国家或区域 k 上 j 的平均水

平，旅游城镇化分布相对分散； CQ≥1说明在 i 地区 j 旅游城镇化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水

平， CQ 越大，则表明集聚度越高。

1.3.2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幸福指数是目前用来衡量居民幸福水平的主要测量方法，前人对幸福指数评价指标

图1 旅游业、城镇化与幸福的内在机理

Fig. 1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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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构建主要分为主观性指标[35,36]、客观性指标[22,37,38]、主客观结合性指标[21,39]三种。“幸

福”虽是个体主观的认知感受，但客观景观的变化能够引起人的认知变化，是认识客观

景观变化下旅游社区社会现象的有效途径[40]。因此，出于对居民幸福水平纵向研究的现

实需要，本文以十九大提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研究目标，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主要选取客观性指标建立了生活质量环境、自然生态环

境、社会安全环境、家庭情感环境、职业发展环境、精神文化环境共6个子系统，29个

客观性指标的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1） 设有 m 个评价对象，n 个评价指标，则指标值矩阵为 X =(xij)m × n ，其中 i=1,

2, …, m; j=1, 2, …, n。将矩阵按照以下模型进行标准化及无量纲化处理：

表1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系统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生活质量环境

自然生态环境

社会安全环境

家庭情感环境

职业发展环境

精神文化环境

二级指标

人均GDP（+）

可支配收入（+）

恩格尔系数（-）
人均消费性支出（+）

人均年末住房面积（+）

污水处理率（+）

森林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养老保险覆盖率（+）

医疗保险覆盖率（+）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万人拥有公交台数（+）

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

社会福利占财政支出比例（+）

用水普及率

燃气普及率

结婚率（+）

离婚率（-）
职工年平均工资（+）

失业率（-）
就业人数（+）

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高中毛入学率（+）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文教娱乐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体育场地数（+）

文教机构数（+）

单位

元

元

%

元

m2/人

%

%

m2/人

%

%

%

m2/人

标台/万人

张/万人

%

%

%

‰

‰

元

%

人

人/亿元

%

%

%

%

个

个

权重

0.0522

0.0323

0.0177

0.0308

0.0209

0.0821

0.0197

0.045

0.0378

0.0368

0.0798

0.0143

0.0135

0.042

0.0189

0.0269

0.0194

0.0089

0.0182

0.0483

0.0256

0.0162

0.0203

0.0354

0.0096

0.0247

0.0387

0.125

0.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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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指标：Tij =
xij -min( )xij

max( )xij -min( )xij

+ 0.00001 （3）

负向指标：Tij =
max(xij)- xij

max( )xij -min( )xij

+ 0.00001 （4）

（2）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hj = - 1
ln( )n ∑i = 1

n Tij

∑
i = 1

n

Tij

ln
Tij

∑
i = 1

n

Tij

（5）

（3）对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测度：

U =∑
i = 1

n

é

ë

ê

ê
êêê
ê

ù

û

ú

ú
úúú
ú

1 - hj

∑
i = 1

n

( )1 - hj

×
Tij

∑
i = 1

n

Tij

（6）

式中：1 - hj

∑
i = 1

n

( )1 - hj

为幸福指数指标权重；
Tij

∑
i = 1

n

Tij

为居民幸福指数体系中各项指标经数据

标准化和非负化后的无量纲值； Tij 为指标 j中 i年的标准化数据； hj 为第 j项指标的熵值。

1.3.3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响应模型的构建

已有研究表明，旅游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在人口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统

筹、空间布局及功能完善等方面具有高度融合性[8]，且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提升居民的幸

福感具有重要作用[26]。通过上文对旅游业、城镇化与幸福三者之间作用关系的论述，可

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理解为：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提升，对

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客观层面产生影响，并作用于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方

式，进而影响居民的幸福外在因素，导致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发生变化。因此，本文参考

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模型[41]的建模思路，构建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

响应强度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R = U/CQ （7）

式中： R 为响应系数；U 为幸福水平； CQ 为旅游城镇化集聚度；系数越大，表明响应

强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1.3.4 灰色关联度

旅游城镇化在集聚发展过程中，会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环境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并作用于当地居民的幸福感知。也就是说，居民幸福水平在旅游城镇化集

聚过程中也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灰色关联度是根据系统因子的差异性来

判断其对整个系统影响程度的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差异性越大，其关联度也就越

低，对系统的影响也就越小；差异性越小，关联度也就越高，对系统的影响也就越大。

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可以探析出旅游城镇化集聚发展过程中，受客观景观变化的影

响，幸福外在因素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变化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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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oi( )k =
min

i
min

k
|| x0( )k - xi( )k + δmax

i
max

k
|| x0( )k - xi( )k

|| x0( )k - xi( )k + δmax
i

max
k

|| x0( )k - xi( )k
（8）

式中：δ ∈ ( )0, 1 ，k = 1, 2, …, n；i = 1, 2, …, m； γoi( )k 为关联系数； x0( )k - xi( )k 为差序列。

关联度：

γoi = 1
n∑k

i

γoi(k) i =(1, 2, …, n) （9）

2 结果分析

2.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分析旅游城镇化集聚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响应，首先要证明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利用式（2）、式（6）计算得出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后，

以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为自变量X，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为因变量Y，利用EVIEWS 6.0对

二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从表2可知，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引起城镇居民

幸福水平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不是引起旅游城镇化集聚的格兰杰原

因，二者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

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2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识别与测度

利用式 （7） 得出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于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

（图2）。从图2可知，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响应的时序性演变过程

总体呈“U”型，即初期响应强度最大，后随着发展响应强度逐渐下降，2000年触底之

后又逐渐上升。对响应系数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可将其划分为：快速响应期（1989—

1994年）、低速发展期（1995—2007年）、稳定提升期（2008—2017年）。

（1）快速响应期：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高于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响应强度均

在0.08以上，均值为0.1055。主要是因为1989年张家界开始以地级市运行，依托旅游资

源的天然优势，市政府开始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行景区景点及相关基础设施的

建设，旅游产业迅速得到发展。1992年武陵源风景区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后名声大

振，旅游产业的经济地位得到提升，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众多农村劳动力前

来就业，大量资金、劳动力的流入，推动了张家界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人均可分配

收入增长324.39%，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76.11%，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相应得到提升。

（2）低速发展期：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反超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响应系数急

剧下降，并持续走低，均低于0.05，均值为0.027。随着火车站扩建完成、其他交通道路

的完善，以及 1994年张家界荷花机场通航，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急速上升，至

表2 旅游城镇化集聚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Table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假设

旅游城镇化集聚不是引起城镇居民

幸福水平上升的原因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不是引起旅游城

镇化集聚的原因

观测值

27

27

F统计值

4.90004

0.95487

P值

0.0174

0.4002

决策

拒绝原

假设

接受原

假设

结论

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引起城镇居民幸

福水平上升的原因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不是引起旅游城

镇化集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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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增长率达到257.7%，之后又迅速下降；然而张家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了231.36%，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了236.41%，地区经济依然得到了持续发展。与经济的

迅猛增长不同的是，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指数却提升缓慢，幸福水平响应系数只增长了

9.99%，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22.23%，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增长了15.43%，万人卫生床位

数增长了33.39%，万人拥有公交台则下降了37.28%，远远低于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由

此可知，这一阶段，张家界陷入“伊斯特林”悖论，物质生活的改善已经不能满足居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3）稳定增长期：城镇居民幸福水平逐步爬升，并于2010年再次反超旅游城镇化集

聚水平，响应系数均高于0.05，2013年之后超过0.1，均值为0.0899。2007年党的十七大

明确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

出，要把实现人民的幸福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宗旨；2012年党的十八大同样将“以人为

本”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幸福”开始融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城镇化

建设中。这一时期张家界也开始将城市发展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提出了建设

“世界旅游精品”的总目标，城市发展开始从旅游目的地向旅游城市目的地转变。张家界

以旅游业“三星拱月”的基本分布格局作为依托，城镇建设方面构筑了“一主两副三轴

四沿”的空间布局，形成了城区、景区“一小时交通圈”，大力推进“景城一体化”，旅

游城镇化集聚水平持续提升。此外，张家界还以“低碳、生态、宜居、宜游”为口号，

进行“穿衣戴帽”工程建设，引森林入城，引民族文化入城，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和

分区，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这一时期，张家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增长了

54.57%，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增长了204.82%，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增加68.32%，万人

公交台数增长 118.13%。总体来说，居民“非物质”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幸福水平也

不断提高。

2.3 影响因素

由分析可知，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呈阶段性特征，可

图2 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及其响应系数变化趋势

Fig. 2 Trend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level,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and response coefficient in Zhangjia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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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各阶段作用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依据式（9），以基本生活响

应强度、环境质量响应强度、社会安全响应强度、家庭情感响应强度、职业发展响应强

度、精神文化响应强度为影响因素，对各阶段6个外在影响因素与响应系数进行关联度

分析（表3）。

（1）快速响应期：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安全环境为响应强度较大的

影响因素。旅游业发展初期，游客的进入带动信息流率先输入，对当地居民的文化习惯

等精神文化产生冲击。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居民也开始接受和学习外来文化而对精神

文化环境产生影响，关联度高达0.8138；随着旅游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游客的旅游需求

得到满足，旅游活动的开展及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又作用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关联度

为0.7676；交通、医疗、治安等旅游业相关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间接提升了当地居民

的社会环境质量，关联度为 0.7303；而大量旅游活动的开展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需

求，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职业发展环境受到极大影响，关联度为

0.7227；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职业环境的改善，居民收入得到增加，生活质量环境也得到

改善，关联度为0.6067。

（2）低速发展期：这一阶段，职业发展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关联度

较高。由于对外联系和交流的加强，外部信息与文化对当地产生的影响逐渐缩小，关联

度为0.6214；旅游业为了进一步的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基础

设施、旅游资源质量等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直接推动了城镇居民职业发展环境、社

会安全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关联度分别为 0.7778、0.737、0.7114；社会经济的

迅速发展，带动了居民生活质量环境的进一步提高，关联度为0.6422。

（3）稳定提升期：这一阶段，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职业发展环境关联度

较高。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游客对旅游服务供给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为了满

足游客需求，政府对交通、医疗、治安等配套服务软件质量进行优化升级，社会安全环

境关联度达到0.9147；伴随着旅游业与地区经济和居民生活的深度结合，旅游业对生活

质量的影响逐步增强，关联度为0.8995；同样地，旅游需求的优化升级对从业人员素质

提出了更高要求，职业发展环境关联度为0.8469；而由于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环保手段

的成熟，旅游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渐减小，关联度为0.8406；其次为精神文化

表3 各阶段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影响因子与响应系数灰色关联度分析

Table 3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response coefficients and factors of Zhangjiajie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at each stage

阶段

快速

响应期

子系统

生活质量

环境

自然生态

环境

社会安全

环境

家庭情感

环境

职业发展

环境

精神文化

环境

关联度

0.6067

0.7676

0.7303

0.5633

0.7227

0.8138

排序

5

2

3

6

4

1

阶段

低速

发展期

子系统

生活质量

环境

自然生态

环境

社会安全

环境

家庭情感

环境

职业发展

环境

精神文化

环境

关联度

0.6422

0.7114

0.7370

0.6283

0.7778

0.6214

排序

4

3

2

5

1

6

阶段

稳定

提升期

子系统

生活质量

环境

自然生态

环境

社会安全

环境

家庭情感

环境

职业发展

环境

精神文化

环境

关联度

0.8995

0.8406

0.9147

0.5119

0.8469

0.7923

排序

2

4

1

6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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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关联度为0.7923，家庭情感环境受旅游城镇化影响最小，关联度为0.5633。

传统的幸福水平提升路径是先满足低层次的物质需求，再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

求[7]。通过研究可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路径是在“非物质”需

求被动性地得到满足后，在旅游产业开始发展的基础上，居民就业问题得到解决，收入

开始增加，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物质”幸福需求才得到满足，幸福水平才开始得到

主动性提升。由于旅游城镇化集聚最先是以满足发达地区游客的旅游需求为动力进行发

展的，游客对于旅游六要素的相关配套硬件设施，以及医疗、治安、服务等软件的需

求，促使当地社会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改善，间接地提升了当地居民“非物质”幸福水

平。在此基础上，游客需求得到满足，旅游业得到发展，当地居民实现就业、生活水平

得到改善，物质幸福需求得到满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以张家界为例，通过构建旅游城镇化集聚模型测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以

“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建立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测

度，借鉴“响应”概念建立模型，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

强度进行识别与测度。结果表明：（1）通过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与城镇居民幸

福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因

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张家界城镇居

民幸福水平受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影响总体呈“U”型分布；由于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

的影响，幸福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受不同幸福外在因素的影响，关联度从精神文化环境、

自然生态环境等以文化、自然为主的非经济因素向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等以社

会、经济为主的经济因素转变。（3）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路径区

别于传统的幸福水平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再满足非物质需求的提升路径，而

是先被动性改善“非物质”需求后继而带动“物质”需求改善以提升幸福水平。

3.2 讨论

本文主要从动态发展视角切入，研究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

应过程”这一议题，在前人发现旅游地网络存在空间分层集聚的基础[34]上，引入“城镇

化空间集聚”的概念，以区位熵为基础建立模型，对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进行了识别和

测算。此外，在前人已有旅游地客观景观变化会引起人的景观认知改变[40]、旅游业发展

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外在因素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33]的研究基础上，引申出“旅游

产业发展推动旅游地客观景观发生改变，导致当地居民幸福感外在影响因素发生变化，

进而对幸福水平产生作用”的结论，建立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尝试对幸

福水平进行识别与测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响应模型对二者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行初

步识别与测算，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积极作用，并通

过作用于幸福的外在因素，从而导致幸福水平产生变化。本文通过对旅游地旅游城镇化

集聚与幸福水平的关系进行探讨，不仅深化了旅游产业集聚关于社会效应方面的相关研

究，还拓展了幸福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学科的融合。然而，幸福作为一

种个体的主观性感受，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研究还应当“以人为本”，而本文为了便于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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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较主要选取了外在性客观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出于研究需要，本文构

建的“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模型”“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模型”的

实用性尚待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需要在增加主观性指标、丰富指标体系的基础

上，通过长期对旅游产业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跟踪调查，进一步深化旅游业与幸福的相

关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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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response of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in Zhangjiajie

MA Xue-feng, LYU Yi-xiang
(College of Tourism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sponse of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It constructs a

model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response intensity of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s a one-way Granger causality of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2)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level, the happiness level is affected by

different external factors of happines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grey correlation changes

from spiritual cultural environment,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non- economic

factors to social security environment, life quality environment and other economic factors.

(3) The effec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on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ath of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level which meeting people's

material needs first and then meeting their non-material needs. Instead, it passively improves

the "non-material" needs and then drives the "material" needs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level.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similar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level of resident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Keywords: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response;

identification; Zhangjia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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